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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新污染物治理政策的公众偏好研究

—基于选择实验法

张胜裕1，单菁竹2，李京梅1,2

（1.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青岛 266100；2.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 青岛 266100）

摘要：海洋新污染物作为影响海洋生态系统健康与公共安全的新兴环境风险，其治理效果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相关政策的理解与偏好。为系统识别公众对不同治理路径与政策目标之间的

权衡，文章以山东省青岛市为研究案例，基于选择实验法设计政策情景，采用多项式 Logit 模型

和随机参数 Logit 模型进行分析，系统评估公众对海洋新污染物治理政策组合的选择倾向，重点

考察公众在“源头—过程—末端”全链条治理路径及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取舍关系。研究结果显

示，公众普遍倾向于积极的治理措施，对不同阶段政策的偏好依次为源头管控、末端治理、过程

控制，且对公平的重视程度显著高于效率；收入高、家庭人口多和参与过环保活动的公众对海

洋新污染物治理的意愿更加强烈。研究结果为构建海洋新污染物治理政策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微

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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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ine emerging contaminants pose a new environmental risk to marine ecosystem health and public safety； 

therefore，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governance largely depends on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and preferences for 

relevant policies．To systematically identify how the public makes trade-offs between different governance pathways 

and policy objectives，this study utilizes Qingdao，Shandong Province，as a case study and designs policy scenarios 

based on a choice experiment. Multinomial Logit and Random Parameter Logit models are employed to analyze public 

preferences for various governance policy combinations. Specifically，the study focuses on public trade-offs alo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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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新污染物是指排放到环境中的具有生物毒性、

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征，对生态环境或者

人体健康存在较大风险，但尚未纳入管理或者现有

管理措施不足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1-2］。海洋作为全

球水循环的主要起点和归宿，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类

污染物的“汇”［3］。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抗生素、

内分泌干扰物和微塑料等新污染物广泛存在于海洋

环境及海洋生物体内，严重损害海洋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和涉海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并通过食物链传递

对人类健康造成长期且难以逆转的潜在威胁［4-7］。 

2022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

方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开展新污染

物治理；202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再次强调强化新污染物治

理，并提出到 2035 年实现新污染物环境风险得到

有效管控的目标。公众既是海洋环境治理的直接受

益者，也是海洋新污染物风险防控的重要参与者。

公众参与海洋新污染物治理有助于提升治理效能，

一方面，公众参与能够弥补海洋新污染物监测中信

息分散、覆盖面不够广等短板，提高风险发现与信

息反馈的效率；另一方面，公众参与有助于强化社

会监督、风险沟通与政策协同，推动形成政府、企 

业与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海洋新污染物治理格

局［8-10］。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提出以下 3 个核心问

题：在源头、过程和末端的全流程治理路径中，公

众更偏好哪一环节？在新污染物治理政策的成本分

担与治理效率的权衡中，公众更注重公平还是效

率？不同社会经济特征是否会影响公众对新污染物

治理的态度？回答上述问题，不仅能为政府优化政

策工具组合提供决策参考，也有助于提升政策的社

会可接受性，进而促进政策的全面推广。

1 文献综述

当前，与海洋新污染物相关的文献主要聚焦于

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科学视角下的技术性研究，包

括分布特征研究［11］、监测分析技术研究［12］、新污

染物处理技术研究［13］、生态风险评估［14］等，这类

研究为海洋新污染物的识别与风险量化提供了重要

的科学依据；二是社会科学视角下的政策性研究，

部分学者对海洋新污染物治理政策展开研究，探索

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政策工具与多主体协同机制，

实现新污染物的有效防控与治理［15-16］。部分学者进

一步探究了公众对海洋新污染物治理的政策偏好，

King［17］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和混合选择模型研究

了英国公众对微塑料垃圾治理政策的支付意愿，结

果发现，相较于资助长期环境健康影响研究这类预

防性政策，公众更愿意为升级废水处理厂过滤系统

这一末端治理措施付费；Khedr 等［18］以爱沙尼亚、

丹麦等欧洲八国为研究区域，采用选择实验法发

现，受访者不仅倾向于通过清除微塑料和宏观塑料

垃圾，还偏好通过改进回收标签、押金退款系统和

禁用一次性塑料等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来改善海洋

环境；Borriello［19］对海洋微塑料污染的管理政策

偏好进行了研究，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为研究

区域，采用选择实验法发现，公众不仅愿意为减少

微塑料产生的源头控制政策缴税，也同样重视培养

环保意识等需求侧管理政策的推行；Zhao 等［20］采

用选择实验法研究了中国青岛公众对海洋微塑料污

full-chain “source-process-end-of-pipe” governance pathway，as well as the balanc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equit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ublic generally prefers proactive governance measures，with preferences for policies at 

different stages ranking as follows：source control，end-of-pipe treatment，process control．Furthermore，equity is 

valued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efficiency．Heterogeneity analysis further reveals that respondents with higher incomes，

larger household sizes，and prior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ivities exhibit a stronger willingness to 

support marine emerging contaminant governance．Th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micro-level evidence for building a 

policy framework for marine emerging contaminants governance．

Keywords：Marine emerging contaminants；Governance preference；Equity； Efficiency；Choic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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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治理的政策偏好，结果发现，公众最偏好的是专

项监测，其次是回收政策，最后是像限塑令这一类

的源头治理政策。

上述研究为开展新污染物的研究提供了较强的

理论和经验基础，但仍存在部分局限。一是研究议

题高度集中于微塑料这一海洋新污染物，并未从整

体角度对海洋新污染物展开研究；二是政策视角受

限，现有研究多聚焦源头减量与末端清理，缺乏覆

盖“源头管控—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的全流程政

策框架。基于此，本文运用选择实验法，构建了一

个涵盖多种代表性海洋新污染物的综合治理框架，

探究以下核心问题：公众在“源头—过程—末端”

全流程中差异化的政策偏好及其在效率与公平之间

的权衡。研究结果不仅为提升海洋新污染物治理政

策的社会可接受性提供决策支持，也有助于揭示公

众应对“无形”环境风险的认知与行为逻辑。

2 计量模型

选择实验法是一种基于消费者选择模型［21］与

随机效用理论［22-23］的陈述性偏好研究方法。该方

法的理论基础是消费者选择模型的核心观点，即商

品（包括环境产品）是由多种属性构成的，个体

并非从商品整体，而是从这些属性的组合中获得效

用。在此基础上，个体从某个备选方案中获得的效

用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可观测的系统性效用，

另一部分是研究者无法观测到的随机效用。基于这

些理论，选择实验法通过构建一个假设性市场，要

求受访者在由不同属性水平构成的备选方案之间进

行权衡与选择，从而揭示其偏好。相较于直接询问

受访者支付意愿的条件价值评估法，选择实验法通过

构建包含多个属性及其水平的选择集，能够识别公众

对不同政策属性的边际支付意愿，并可以结合随机参

数 Logit 模型（Random Parameters Logit Model，

RPL 模型）来评估受访者的偏好异质性。因此，选

择实验法适合用于分析公众对海洋新污染物治理政

策属性的偏好［24-25］。

基于随机效用理论，在选择实验法中，个体 n

从选择集 T 中的方案 i 中得到的效用可以表示为：

 U Vni ni ni= + ε  （1）

式中：Uni 为选择效用；Vni 为可观测效用；ɛni 为不可

观测的随机效用。

依据效用最大化原理，个体 n 从选择集 T 中选

择方案 i 的前提是其效用不低于任一其他方案 j 的

效用。因此，个体 n 从选择集 T 中选择方案 i 的概

率可以表示为：

 
P P U Uni ni nj= >

= + > + ∈ ∈P V V i j i T j T( )

( )

ni ni nj njε ε , , ,∀ ≠＞

＞

 
（2）

在选择实验法中，多项式 Logit 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MNL 模型）是最基础的分析模型，能

够为后续模型估计提供起点和基准。MNL 模型可

以由随机效用模型推导而来。当随机误差项 ɛnj 独立

同分布且服从Ⅰ型极值分布时，个体 n 从选择集 T

中选择方案 i 的概率可表示为：

 Pni = ∑
exp( )

j∈T
exp( )

Vni

Vnj

 （3）

可观测效用 Vni 可以表示为：

 V Xni i ni m nmi= ⋅ + ⋅ +β β β0 costASC COST ∑m

M

=1
 （4）

式中：ASC 为备择常数项（Alternat ive Specif ic  

Constant，ASC），代表受访者选择保持现状的基

准效用，当受访者选择保持现状选项时，ASC 赋值 

为 1；选择任一改善方案时，赋值为 0。COSTni 代

表年度支付成本属性，其系数βcost能够捕捉个体 n

对年度支付成本的敏感度。βm为各属性的估计系

数，Xnmi 为参与调查的个体 n 所选方案的第 m 个属

性，M 为属性的总个数。

相较于 MNL 模型，RPL 模型放宽了 MNL 模

型中“同质性偏好”的假设，允许模型中的效用系

数在个体之间服从某种连续概率分布，从而能够捕

捉到个体层面的偏好异质性。可观测效用 Vni 可以

表示为：

 
V Xni i ni m nmi= ⋅ + ⋅ + +

∑
β β β0 cost

κ

K

ASC COST

=1
γκ κ(ASC )× Zn

∑m

M

=1  （5）

式中：A S C 为备择常数项，代表受访者选择保持

现状的基准效用。当受访者选择保持现状选项时，

ASC 赋值为 1；选择任一改善方案时，赋值为 0。

COSTni 代表年度支付成本属性，其系数βcost能够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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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个体 n 对年度支付成本的敏感度；βm为各属性

的估计系数；X nmi为参与调查的个体 n 所选方案的

第 m 个属性；M 为属性的总个数；Znκ为参与调查的

个体 n 第κ个社会经济信息特征变量；ASC 与Znκ的

乘积为备择常数项与社会经济信息特征变量的交互

项，其系数γκ能够反映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对个体在

“维持现状”与“改善方案”之间取舍的影响。上

述属性的系数是随机参数，服从正态分布。在随机

参数 Logit 模型中，个体 n 从选择集 T 中选择方案 i

的概率Pni可以表示为：

 P fni = Ω
∑

e

j T∈

Vni

eVnj
( | )dβ β （6）

式中：eVni为选择方案 i 的效用，∑ j T∈ eVnj为所有可以

选择的方案的效用总和； f ( | )β Ω 为随机参数β的概

率密度函数，其中，Ω为分布参数。

公众对于非货币属性的支付意愿为公众愿意为

获取所需属性水平而支付的价格溢价。基于线性效

用函数的假设，某非货币属性的支付意愿可以表 

示为：

 MWTP = −
β
β

cost

m  （7）

式中：MWTP 为受访者对属性的边际支付意愿；βm

和βcost分别代表非货币性属性的系数和支付意愿属

性的系数。

3 研究方法

3.1 调查区域

本文以胶州湾为研究区域。胶州湾位于中国

黄海中部、胶东半岛南岸，地处山东省青岛市境

内，是典型的半封闭浅水海湾。其湾口位于团头

岛（36°02 '36"  N，120°16 '49"  E）—薛家岛脚

子 石（36°00 '53"  N，120°17 '30"  E） 之 间， 口

门宽约 3.1 km，呈外窄内宽的扇形结构，南北长

约 33.3 km，东西最宽约 27.8 km。将胶州湾选定

为海洋新污染物调查区域，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

因。一方面，填海造陆削弱了胶州湾的水动力，再

加上其半封闭的地理形态，导致水体交换迟缓，使

胶州湾成为污染物的天然汇聚区；另一方面，胶州

∫

湾被密集的城市、工业与农业区包围，承受着源

于主要入海河流及污水处理厂的、可明确溯源的

巨大复合污染压力［26］。已有文献表明，胶州湾正

面临多种海洋新污染物的严重威胁。一项针对胶州

湾的研究证实，该区域贝类微塑料污染为中度，其

中，纤维状微塑料是主要形态，在贝类等海洋生物

中占比超过 90％［27］。此外，有多种全氟和多氟烷

基物质（PFASs）已在本地海产中被检出，其在渔

业生物中的总浓度范围为 1.77 ～ 31.09 ng/g（湿

重），其中，全氟辛烷磺酸（PFOS）是主要的累积 

物［28］。同时，与大量污水排放密切相关的新兴污

染物，如药品和个人护理品（PPCPs）、内分泌干扰

物（EDCs）等，也在胶州湾水体和沉积物中被检

出［29］。这些污染物正通过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食

物网进行传递，对本地关键物种（如菲律宾蛤仔）

构成显著的生态胁迫，并对人类健康构成潜在风

险，这使得胶州湾成为研究海洋新污染物治理的合

适区域［30］。

3.2 实验设计

本文的各政策属性及其水平依据文献、专家建

议以及预调查受访者的反馈加以确定，相关属性与

水平的示例如表 1 所示。

本文的 3 个政策属性对应治理流程的 3 个环节：

源头管控、过程控制与末端治理。属性设置是从政

策文件到专家论证再到预调查验证得出：首先，以

中国《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提出的“严格源头

管控、强化过程控制和深化末端治理”为框架；其

次，通过专家访谈对各环节的政策工具和水平进行

可行性与可辨识度评估；最后，结合预调查反馈，

对表述与水平进行不断优化，从而将政策措施转化

为能被受访者理解并选择比较的属性和水平。源头

管控政策是指在生产、加工、使用与进出口等环节

实施禁止、限用和重点管控海洋新污染物等措施，

以强化对海洋新污染物的源头治理；过程控制政策

是指推进清洁生产与绿色制造，减少相关产品在生

产过程中海洋新污染物的产生，并对入海排污口及

其周边环境开展定期环境监测，严格控制海洋新污

染物入海排放；末端治理政策是指加强对废药品、

废农药以及废抗生素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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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海洋新污染物治理相关政策属性及其水平

Table 1 Policy attributes and attribute levels for the governance of marine emerging contaminants

属性 水平 属性描述

源头管控政策
有

通过从源头禁止、限制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的生产、加工、使用和进出口等措施，加强海洋新

污染物治理的源头管控

无 不采取海洋新污染物源头管控措施

过程控制政策
有

加强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减少相关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新污染物；对海洋排污口及其周边环

境定期开展环境监测，严格控制新污染物向海洋排放

无 不采取海洋新污染物过程控制措施

末端治理政策
有

强化废药品、废农药以及抗生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的收集利用处置，实现海洋新污染物

的末端治理

无 不采取海洋新污染物末端治理措施

政策成本分担计划

污染者付费 产生越多生活污水的家庭支付越多的费用

按收入水平付费 收入越高的家庭支付越高的费用

平均付费 所有家庭支付相同的费用

预期治理效果 75％、50％、25％、0％ 通过实施新污染物治理政策，青岛市海域内新污染物浓度减少比例

年度支付成本（元 /a） 200、150、100、50、0 每个家庭每年需要支付的费用

集、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置，实现对海洋新污染

物的末端治理。上述 3 项政策属性均设两个水平：

有该政策与无该政策。

借鉴 Dietz 等［31］提出的环境政策评估框架，

本文设置“政策成本分担计划”与“预期治理效

果”属性，并将“政策成本分担计划”的 3 个水平

解释为：“污染者付费”代表产生越多生活污水的家

庭缴费越多；“按收入水平付费”代表收入越高的家

庭缴费越多；“平均付费”代表所有家庭等额缴费；

“预期治理效果”的水平设定为 0％、25％、50％和

75％。

为量化公众对海洋新污染物治理各项非市场属

性的经济价值，本文设定了一个货币成本属性。“年

度支付成本”属性的意思是每个家庭每年需要支付

的费用。该属性的支付水平设定为 0 元 /a、50 元 /a、

100 元 /a、150 元 /a 和 200 元 /a。

基于上述属性和水平，共可生成 23×3×4×5= 

480 种可能的组合。为在保证统计效率的同时降

低受访者的认知负担，最终生成了 12 个选择集，

并将其分为 2 组，每组包含 6 个选择集。这些选

择集是基于预调查数据中估算出的参数先验值，

通过 Ngene 软件生成的 D 效率贝叶斯实验设计

（D-efficient Bayesian experimental design）得到。

每位受访者被随机分配到其中一组进行回答。为避

免顺序效应偏差，问卷中的分组以及各组内各个选

择集的呈现顺序均进行了随机化处理。表 2 展示了

一个选择情景的示例。

问卷共分为 5 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海洋新污

染物及其对沿海和海洋环境的主要影响，并说明调

查目的；第二部分询问受访者到访海边的频率、是

否了解海洋新污染物等一系列关于海洋新污染物的

认知情况；第三部分是离散选择实验模块，提供属

性和作答规则的详细说明，并给出 6 个选择集供受

访者作答；第四部分是关于海洋生态环境的认知等

题项；第五部分收集受访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调

查问卷的核心是离散选择实验部分。

本文的数据收集于 2025 年 2—5 月，采用线

下问卷方式在青岛市市南区、市北区、崂山区、黄

岛区和李沧区等地开展。为确保样本的代表性，调

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并辅以配额控制：按行政区分

层，在每一分层内随机抽取调查点与受访者；配额

依据青岛市常住人口在性别、年龄、收入与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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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等的分布设置，使样本结构尽可能与人口总体

分布特征一致。调查现场采用不记名、面对面填答

的方式进行。在正式发放问卷前，对调研组成员进

行了系统培训，内容包括研究目的、问卷解读、数

据记录的要求，确保问卷数据的可靠性。同时，开

展预调查，以提升问卷的可理解性，细化离散选

择实验的属性设置，并据此估计可作为先验的系

数，从而提高最终实验设计的效率。正式调查共

计发放 400 份问卷，经质量控制剔除无效或异常

样本后，最终有效样本为 368 份，作为本文分析 

样本。

4 结果分析

4.1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受访者的社会经济特征如表 3 所示。样本中，

女性占 49.18％，男性占 50.82％，性别结构基本

平衡；受访者年龄以青年和中年为主，18 ～ 29 岁

与 30 ～ 39 岁合计占 72.01％，60 岁及以上的受访

者占 17.12％，未对 18 岁以下人群进行调查。在

收入与家庭规模方面，受访者的平均年收入接近

青岛市整体平均水平；平均家庭人口数为 2.90 人。 

样本性别比（男性占 50.82％）与全市男性占比

（50.58％）几乎完全一致。在年龄方面，样本集中

于 18 ～ 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这与研究多聚焦

于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常规做法相符，更能反映城

市中坚力量的观点与特征。样本的平均家庭人口数

（2.90 人）略高于青岛市的整体平均水平 2.55 人，这

可能是因为家庭责任较重或社会参与意识较强的群

体更倾向于参与调查。总体而言，样本在性别、年

龄结构及收入水平上与青岛市总体情况基本吻合。

表 2 选择集示例

Table 2 An example of a choice set

属性 方案 A 方案 B 方案 C

源头管控政策 有 无

无需额外的政策
过程控制政策 无 无

末端治理政策 有 有

政策成本分担计划 按收入水平付费 平均付费

预期治理效果 海洋新污染物浓度降低 75％ 海洋新污染物浓度降低 50％ 0％

年度支付成本 /（元·a-1） 150 50 0

表 3 受访者特征描述性统计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respondent characteristics

变量

名称
描述 样本量 样本比例

青岛市整体

比例 / 均值

性别
女 =0 181 49.18％ 49.04％

男 =1 187 50.82％ 50.96％

年龄

18 岁以下 =1 0 0

79.72％

18 ～ 29 岁 =2 166 45.11％

30 ～ 39 岁 =3 99 26.90％

40 ～ 49 岁 =4 27 7.34％

50 ～ 59 岁 =5 13 3.53％

60 岁以上 =6 63 17.12％ 20.28％

受教育

程度

初中及以下 =1 49 13.32％ 59.91％

高中及中专 =2 28 7.61％ 17.54％

大专或本科 =3 189 51.35％
22.55％

研究生及以上 =4 102 27.72％

收入

2 万元以内 =1 118 32.07％

59 922 元

2.1 万～ 5 万元 =2 51 13.86％

5.1 万～ 8 万元 =3 59 16.03％

8.1 万～ 12 万元 =4 71 19.29％

12.1 万～ 24 万元 =5 54 14.67％

24 万元以上 =6 15 4.08％

家庭

人口数

1 ～ 2 人 =1 13 3.53％

2.55 人

3 人 =2 137 37.23％

4 人 =3 119 32.34％

5 人 =4 71 19.29％

6 人及以上 =5 28 7.61％

是否参

加过环

保活动

是 =1 78 21.20％

否 =0 290 78.80％

注：数据来源于《青岛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2021 年）以

及《2024 年青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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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结构特征使得样本能够较好地代表城市中具备

稳定社会经济结构的群体。因此，该样本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为本文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

4.2 公众偏好分析

本文通过 Stata 18.0 对两类模型进行分析。表 4 

展示了受访者的政策偏好和公平与效率权衡的 MNL

模型和 RPL 模型估计结果。MNL 模型假定所有参

数固定，忽略了个体偏好差异，而 RPL 模型Ⅱ引

入 ASC 的交叉项来捕捉偏好的异质性，将 ASC 及

其交叉项和年度支付成本设为固定参数，将源头管

控、过程控制、末端治理、按收入水平付费、污染

者付费和预期治理效果设为随机参数，服从正态分

布。从模型的拟合优度来看，从 MNL 模型到 RPL

模型Ⅰ再到 RPL 模型Ⅱ，拟合优度依次提升，这表

明引入随机参数改善了模型拟合效果，而 RPL 模 

型Ⅱ的拟合优度在加入个体社会经济特征交互项后

进一步优化，说明受访者的异质性偏好具有重要的

解释价值。

表 4 多项式 Logit 模型和随机参数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and random parameter logit model

变量名称
MNL 模型 RPL 模型Ⅰ RPL 模型Ⅱ

系数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ASC
-1.947 0*** -2.029 3*** -0.572 4

（0.193 4） （0.235 6） （1.379 2）

年度支付成本
-0.003 0*** -0.005 5*** -0.005 4***

（0.000 6） （0.000 8） （0.000 8）

源头管控
0.841 9*** 1.030 5*** 0.822 4*** 1.003 0*** 0.792 7***

（0.078 6） （0.133 1） （0.150 8） （0.130 3） （0.153 3）

过程控制
0.047 5 0.325 4*** -0.286 4 0.313 1*** -0.205 6

（0.079 4） （0.113 4） （0.223 6） （0.110 9） （0.250 7）

末端治理
0.600 4*** 0.541 2*** 0.537 7*** 0.516 9*** 0.515 7***

（0.083 4） （0.163 1） （0.163 0） （0.159 5） （0.170 9）

按收入水平付费
0.541 8*** 0.645 7*** 0.800 7*** 0.631 5*** 0.732 4***

（0.083 8） （0.096 5） （0.148 6） （0.094 2） （0.148 7）

污染者付费
1.572 8*** 1.616 0*** 1.506 2*** 1.568 5*** 1.424 0***

（0.089 3） （0.143 5） （0.165 0） （0.138 7） （0.163 9）

预期治理效果
0.482 5*** 0.570 1* 1.966 6*** 0.557 2* 1.839 9***

（0.175 3） （0.302 8） （0.281 2） （0.297 4） （0.300 5）

ASC× 性别
0.504 9

（0.317 6）

ASC× 年龄
-0.057 9

（0.188 2）

ASC× 受教育程度
0.187 9

（0.291 0）

ASC× 收入水平
-0.173 6*

（0.10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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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MNL 模型 RPL 模型Ⅰ RPL 模型Ⅱ

系数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ASC× 参加环保活动
-1.079 3**

（0.476 8）

ASC× 家庭人口数
-0.549 3***

（0.184 5）

观测数 6 624 6 624 6 624

对数似然值 -3 084.541 4 -1 519.059 5 -1 506.873 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 ＜ 0.1，**p ＜ 0.05，***p ＜ 0.01。

从 MNL 模型的结果来看，年度支付成本的系

数显著为负，除年度支付成本和过程控制外的政策

属性系数均显著为正，且污染者付费的系数最大。

ASC 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反映了受访者对维持现状

存在显著的负向偏好，即更倾向于支持对海洋新污

染物的积极治理。就治理路径而言，受访者对源头

管控和末端治理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偏好，然而，

过程控制属性的系数不显著。其中，源头管控最受

受访者支持，表明受访者更认同以预防为导向的治

理逻辑，倾向于通过前端禁限、替代和减量等手

段，从根本上降低海洋新污染物进入海洋环境的风

险。与此同时，受访者对末端治理的偏好，说明受

访者也倾向于选择治理效果直观、结果可感知的末

端措施，而对过程控制这类作用机制相对间接、治

理效果不易被直接观察的政策认同度相对较低。在

效率与公平的政策权衡中，受访者对公平的关注显

著高于效率，相较于按收入水平付费，受访者更加

偏好“污染者付费”原则。这表明，在海洋新污染

物治理中，受访者对成本分担机制的正当性与责任

归属尤为敏感，公平性已成为影响政策可接受性的

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海洋新污染物风险具有隐蔽

性、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受访者往往

难以对政策效果形成稳定判断，因而更倾向于依据

成本分担是否公平来评价政策方案。

从数据结果上来看，RPL 模型Ⅰ与 MNL 模型

估计结果在系数正负、显著性水平及相对大小上基

本一致。RPL 模型中过程控制系数转为显著为正，

表明该属性并非缺乏影响，而是存在较强的个体偏

好异质性；MNL 模型在同质偏好假设下对这种差异

识别不足，从而弱化了其统计显著性。总体来看，

模型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在此基础上，考虑

到 RPL 模型能够进一步识别个体偏好的异质性，对

RPL 模型Ⅱ的估计结果展开分析。在 RPL 模型设定

中，将 ASC 和年度支付成本变量设为固定参数，将

源头管控、过程控制、末端治理、按收入水平付费、

污染者付费和预期治理效果设为随机参数，服从正

态分布。我们构建了两个模型：模型Ⅰ不包含交互

项，用于估计受访者的总体偏好；模型Ⅱ引入 ASC

与社会经济特征以及心理变量的交互项，以评估这

些因素对受访者选择行为的影响。从 RPL 模型Ⅰ 

的结果可以看出，ASC 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反映

了受访者对维持现状存在显著的负向偏好，即更倾

向于支持对海洋新污染物的积极治理。就治理路径

而言，受访者对源头管控、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均

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偏好，且对源头管控的偏好最为

强烈。无论是政策成本分担方案还是预期治理效果，

受访者均给予显著正向评价，且对成本分担方案各

水平的偏好强度整体高于对预期治理效果的偏好。

在引入 ASC 与社会经济特征的交互项的模型Ⅱ 

中，ASC 在统计上不再显著，除交互项外，其余属

性系数的符号、相对大小和显著性与模型Ⅰ基本一

致，结论总体稳健。ASC 不显著说明受访者对维持

现状没有系统性的先验偏好或抵制，即在控制所有

属性后，选择“维持现状”本身并不具有额外的效

用。Adamowicz 等［25］指出，ASC 不显著通常意味

着受访者的选择主要由属性水平驱动，而非简单的

续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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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偏见。就交互结果而言，性别、年龄、受教育

程度与 ASC 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表明这些因

素对受访者的治理意愿影响有限。而 ASC 与收入

水平、家庭人口数以及是否参加过环保活动的交互

项系数均显著为负，三者将受访者分为两个群体： 

①高收入、家庭人口数多且具有环保活动参与经历

的群体可被视为海洋新污染物治理的核心支持者，

他们兼具较强的经济支付能力、较高的环境健康风

险敏感性与较丰富的环保实践经验，这三方面因素

使其更积极地支持政策改变；②低收入、小规模家

庭且缺乏环保参与经历的群体则更易保持观望，维

持现状的倾向更为突出。从各交互项的系数绝对值

来看，环保活动参与经历的影响最大，家庭人口数

次之，收入水平影响相对最小。原因可能是环保活

动经历能够直接提升个体对环境风险的认知深度与

治理紧迫感，进而最大限度地激发政策支持意愿；

家庭人口数则通过累积的健康暴露风险和对子女未

来环境质量的关切来驱动政策偏好［25,32］；收入水

平主要通过增强支付能力来降低政策参与的经济 

门槛。

4.3 边际支付意愿分析

基于 MNL 模型和 RPL 模型Ⅰ的边际价值估算结

果（表 5），本文测算了受访者对海洋新污染物治理

各政策属性的边际价值。从结果来看，除了 MNL 模

型中的过程控制这一属性的边际价值不显著外，MNL

模型与 RPL 模型Ⅰ在各属性边际价值的正负与相对

排序上基本一致，表明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边际支

付意愿以 RPL 模型Ⅰ的估计结果为主进行分析。各

属性边际价值均显著为正，表明公众整体上具有积

极承担海洋新污染物治理成本的意愿。按 RPL 模型

Ⅰ估计，各属性边际价值由高到低依次为：污染者

付费［291.68 元 /（户·a）］、源头管控［185.99 元 /

（户·a）］、按收入水平付费［116.55 元 /（户·a）］、

预 期 治 理 效 果［102.89 元 /（ 户·a）］、 末 端 治

理［97.68 元 /（户·a）］和过程控制［58.73 元 /

（户·a）］。污染者付费的边际价值居于首位，约为

过程控制的 5 倍，也显著高于其他属性，这一结果

揭示出受访者在公平与效率的政策权衡中，将成本

分担的公平性置于优先地位，即强烈倾向于由污染

表 5 属性边际价值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implicit price of attribute

属性 MNL 模型 RPL 模型Ⅰ

源头管控
282.182 1*** 185.995 5***

（62.414 3） （30.706 3）

过程控制
15.917 0 58.726 6***

（26.379 0） （19.806 6）

末端治理
201.244 4*** 97.677 5***

（47.237 2） （28.426 2）

按收入水平付费
181.617 7*** 116.545 0***

（51.762 2） （22.835 7）

污染者付费
527.191 3*** 291.677 9***

（112.340 8） （41.373 0）

预期治理效果
161.742 1** 102.893 0*

（68.409 2） （57.572 5）

观测数 6 624 6 62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 ＜ 0.1，**p ＜ 0.05，***p ＜ 0.01。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基于青岛胶州湾地区的 368 位受访者的调查数

据，运用 MNL 模型和 RPL 模型探究公众对海洋新

污染物治理政策属性的偏好及其对成本分担机制与

治理效率之间的权衡，得出以下结论：①受访者在

治理路径的选择上，优先偏好“源头管控”政策，

其次是“末端治理”政策，最后是“过程控制”政

策；受访者在成本分担机制和效率的权衡中，对

“污染者付费”机制的偏好显著高于“按收入水平

付费”机制和“预期治理效果”机制。其中，受访

者对“污染者付费”的偏好最高，对“过程控制”

的偏好最低。②受访者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其治理方

案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收入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

小以及缺乏海洋环保活动经历的群体，维持现状的

倾向更为突出，政策接受度相对偏低。

责任主体承担主要治理费用。源头管控的边际价值

位居第二位，表明受访者对预防性治理路径具有较

高的认同度，更倾向于通过前端禁限与减量措施从

根本上阻断新污染物进入海洋环境的风险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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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虽以胶州湾为案例区域，

但其核心发现对其他沿海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与推

广价值。一方面，胶州湾作为典型的半封闭海湾，

面临的多源复合污染压力在长三角（如杭州湾、长

江口）、粤港澳大湾区（如珠江口）等经济发达、

人口密集的沿海区域普遍存在，这些区域同样承受

着工业排放、城市污水和农业面源污染等多重污染

输入，公众对海洋新污染物治理的政策偏好可能呈

现相似的规律；另一方面，本文揭示的源头管控优

先偏好和污染者付费公平性诉求具有较强的普适

性，可为其他沿海城市在制定海洋新污染物治理政

策时提供参考框架。当然，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水

平、产业结构、公众环境认知等方面存在差异，未

来研究可进一步在多个沿海城市开展比较研究，以

检验本文结论的外部效度并拓展其适用边界。

5.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应将“源头管控”置于政策工具的核心地

位，并为其提供更强的法律与财政支持。公众对预

防性原则的高度认同和强烈的支付意愿，为推行更

为严格的源头禁限用措施、化学品名录动态更新以

及绿色替代技术研发提供了社会基础。政策制定者

应抓住这一社会共识，将治理关口前移，将有限的

公共资源优先配置于最具预防效能的源头治理环节。

（2）构建以“污染者付费”为基石的成本分担

机制是确保政策具有社会可接受性的关键。本文研

究结果显示，相较于海洋新污染物治理的效果，公

众更加重视更为公平的成本分担方案。明确且公平

的成本分担机制有助于保障政策的可持续性，缓解

公共财政的压力，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因此，有

关海洋新污染物治理的成本分担设计，应将公平性

作为首要考量，明确污染者的经济责任。

（3）应采取分层、精准的差异化策略。鉴于

不同社会群体的核心关切不同，政策沟通应有所侧

重。对大多数民众，需强调治理带来的实际效益；

而对部分群体，则需着重解释成本分担的公平性与

透明度。此外，针对低收入、小规模家庭等倾向于

维持现状的群体，应设计配套的经济补偿或费用减

免等措施，以降低政策推行的阻力，确保治理的有

效进行。

（4）在强有力的源头管控政策影响下，公众

对过程控制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同时，随

着整体治理水平的提升，末端治理的边际减排成本

持续上升，过程控制在降低治理总成本、预防流程

风险方面的必要性愈发凸显。形成从源头减量到

过程降低强度再到末端兜底的框架，清晰划分三者

职能边界；发布典型海洋新污染物的单位减排成本

对比数据，直观对比末端边际成本上升的劣势与过

程控制的优势，避免对源头管控与末端治理的过度 

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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